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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对高寒草甸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姚天华１， 朱志红１，∗， 李英年２， 潘石玉１， 孔彬彬１， 卫欣华１， 杜家丽１

１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２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宁　 ８１０００８

摘要：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是影响群落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它们对稳定性影响的相对强弱尚有争论。 通过在青藏高原高寒

矮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草甸为期 ６ 年的刈割（不刈割、留茬 ３ｃｍ、留茬 １ｃｍ）和施肥（施肥、不施肥）控制实验对此进行了探讨。
研究结果显示，群落稳定性随着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的增大而单调增加，但由于功能多样性的变异性大于功能冗余的变异

性，功能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间的相关性强于功能冗余与物种多样性间的相关性，功能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间的相关性也强于

功能冗余与群落稳定性间的相关性，因此，尽管功能冗余产生的保险效应对维持群落稳定性具有促进作用，但功能多样性的互

补效应对维持群落稳定性的作用更大。 上述结果表明，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对群落稳定性的相对影响与其变化程度正相关，
功能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的变化具有更紧密的联系，能更好地预测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变化。 本研究为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管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高寒草甸；功能多样性；功能冗余；群落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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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生态系统功能的潜在影响是生态学家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１⁃２］。 大量研究表明，物种

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具有正效应［３⁃８］。 由于生态系统功能由物种的功能属性决定［９⁃１０］，物种多样性（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Ｄ） 既包括功能多样性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Ｄ）， 也包括功能冗余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ＦＲ） ［１１⁃１２］。 因此，物种多样性下降或物种丧失引起的植物功能性状丢失、功能性状组成变化、或性状空间维度

减小，必将导致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发生改变，进而影响群落稳定性。 但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究竟哪个

对群落稳定性影响较大，仍未达成共识。 尽管理论［１３⁃１５］ 和实验［１６⁃１８］ 研究均证实功能冗余也是维持群落稳定

性的一个关键特征，但长期以来有关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对群落稳定性相对影响的定量研究很少［１６］。
功能多样性是指群落或生态系统中有机体功能性状的值和变化范围［９⁃１０，１９］，即影响植物功能的形态、生

理或物候性状的组成与变化［２０］，是用来表示种间功能属性相对差异性和生态互补性的指标，因而在决定生态

系统功能上比物种多样性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１，２１⁃２４］。 功能冗余是指生态系统中执行相似功能的物种的多

样性［１１，１６］，即群落中具有相似功能性状物种的饱和程度［１２］。 由于冗余物种具有相似的生态功能［２５］，可相互

取代，其丧失不会影响生态系统功能［２６］。 但功能冗余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冗余物种可有可无，冗余物种对于确

保扰动后生态系统的恢复是必需的［１３，２７］。 因此，功能冗余对于维持生态系统过程具有保险作用［１６，２８］。 由此

可见，作为物种多样性的两个重要成分［１２］，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分别表示种间功能性状的相异性和相似

性，并分别通过生态互补和保险效应影响生态系统功能。
一般认为，当功能多样性随物种多样性增加表现为饱和增加模式，就预示存在功能冗余［１６，２９⁃３０］。 但这种

定性描述并不能量化生态梯度上不同群落的功能冗余程度［１６］。 ｄｅ Ｂｅｌｌｏ 等（２００７）提出的方法［１２］为量化功能

冗余，并研究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与群落稳定性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该方法是将 Ｓｉｍｐｓｏｎ 物种多样性指

数（ＳＤ）分为功能多样性（ＦＤ）和功能冗余（ＦＲ）两部分，即 ＳＤ ＝ ＦＤ ＋ ＦＲ［１２］，反映出物种多样性是产生功能

多样性和功能冗余的基础，通过计算一个群落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功能多样性，就能确定其功能冗

余的大小。 ｄｅ Ｂｅｌｌｏ 等（２００７）认为，ＳＤ 是潜在的最大 ＦＤ 或 ＦＲ［１２］。 因为当群落物种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性

状而表现出功能唯一性时，ＦＲ ＝ ０，ＳＤ ＝ ＦＤ［１２］，任何物种的丧失都会对群落稳定性造成显著影响，就像铆钉

假说（ｒｉｖｅ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预测的那样［２８］，群落稳定性应完全依赖于功能多样性；与之相反，当所有物种的功能性

状相同而表现出功能完全重叠时，ＦＤ ＝ ０，ＳＤ ＝ ＦＲ［１２］，物种丰富度越高，功能冗余就越大［１４］，群落稳定性应

完全依赖于功能冗余。 然而，自然群落中 ＦＤ 或 ＦＲ 的大小应处于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共同维持着群落稳

定性。 但 Ｖａｌｏｎｅ 和 Ｂａｒｂｅｒ（２００８） ［１８］认为功能冗余产生的保险效应并非维持陆生群落稳定性的强有力机制，
因为物种对环境波动主要表现为同步响应而非保险效应所要求的异步响应。 与此观点相反，Ｐｉｌｌａｒ（２０１３）等
人对巴西南部放牧草地的研究显示［１６］，物种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的维持作用仅来自功能冗余的保险效应，功
能冗余越高，植物功能性状组成在扰动前后也更相似［１６］，且功能冗余与物种多样性的正相关性（Ｒ ＝ ０．７６９，
Ｐ＝ ０．０００１）强于功能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的正相关性（Ｒ ＝ ０．５３７， Ｐ ＝ ０．００２６），而功能多样性对稳定性无影

响［１６］。 我们注意到，该研究所用草地放牧历史较长［１６］，植物对放牧选择压力的趋同响应产生的内在冗余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３０］可能是功能冗余成为维持群落稳定性主要动力的原因。 另外，该实验研究仅持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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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功能多样性的变化小于功能冗余的变化（见 Ｐｉｌｌ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Ｆｉｇ．１（ａ）和（ｂ） ［１６］），也可能是造成功能多

样性对稳定性无影响的原因。 就 ＳＤ ＝ ＦＤ ＋ ＦＲ 来说，尽管在特定环境和扰动条件下 ＳＤ 的变化是引起 ＦＤ 和

ＦＲ 变化的首要因素，但 ＦＤ 和 ＦＲ 的变化程度不一定相同，甚至可能出现其中一个变化，另一个保持相对不变

的情况。 因此，在物种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正相关［３⁃８］的前提下，我们根据上述分析以及 Ｐｉｌｌａｒ 等人（２０１３）的
研究结果［１６］，可做如下推测：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中变异性较高者更有可能对群落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
因为具有较高变异性的成分就意味着对物种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功能效应产生更大影响。 因此，功能多样性和

功能冗余对群落稳定性的相对影响应该与其在特定环境或扰动条件下的变化程度正相关。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通过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为期 ６ 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的一项刈割和施肥控制实验，采

用 ｄｅ Ｂｅｌｌｏ 等人（２００７）的计算方法［１２］量化功能冗余，研究了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对群落稳定性的相对影

响。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作为青藏高原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之一，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和生物多样性重

点保护区，长期受放牧家畜的强烈影响，加之地处高寒，虽然土壤有机质丰富，但其矿化率较低，可利用养分缺

乏，不能满足植物生长需要［３１］，施用化肥就成为高寒草甸改良和管理中的常见措施。 但长期施肥在提高生产

力的同时，也会降低物种丰富度［３２］。 适度放牧虽能提高物种丰富度，但普遍存在的过度放牧仍是导致高寒草

甸退化的最重要因子。 因此，放牧扰动强度和土壤养分获得性的变化是影响该生态系统最重要的两种因素。
现有研究表明，刈割和施肥能分别增加和减小高寒草甸的物种多样性、群落稳定性［３３］ 和功能多样性［３４］。 物

种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正相关，刈割和施肥能分别提高和降低多样性对稳定性的影响［３３］。 功能多样性随物

种多样性增加表现为减速递增模式，群落存在一定的功能冗余［３５］。 这说明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都可能提

高该群落的稳定性，但两者促进群落稳定性效应的差异目前并不明确。 通过研究该群落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

余在刈割扰动和土壤养分梯度上的变化及其与群落稳定性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揭示高寒草甸在这两种重要外

部因子影响下群落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机制。 本研究待检验的 ２ 个假定是：（１）由于刈割和

施肥能分别增加和降低物种多样性，因而也能通过增加或降低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提高或降低群落稳定

性，但如果刈割和施肥的相反效应相互抵消，其互作效应可能对群落稳定性无显著影响；（２）在刈割和施肥处

理影响下，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的变化程度存在差异，该变异性与其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正相关。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野外实验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矮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草甸内进行。 该站位于

青藏高原东北隅（３７°２９′—３７°４５′Ｎ，１０１°１２′—１０１°２３′ Ｅ），隶属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 站

区平均海拔 ３２００ｍ，年平均气温﹣ １．７℃，最冷月（１ 月）平均气温﹣ １４．８℃，最热月（７ 月）平均温度 ９．８℃，年
平均降水量 ５８０ｍｍ，６—９ 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６８．６％［３６］。 矮嵩草草甸地势平缓，为当地冬春草场（每年

１１ 月至次年 ５ 月底放牧，６ 月至 １０ 月休闲，家畜转至夏季高山牧场），放牧家畜为藏羊和牦牛。 矮嵩草草甸土

壤为高山草甸土［３７］，呈微碱性［３８］，植株低矮，群落结构简单，初级生产力低。 主要植物有矮嵩草、垂穗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ｎｕｔａｎｓ）、粗喙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ｓｃａｂｒｉｒｏｓｔｒｉｓ）、异针茅 （ Ｓｔｉｐａ ａｌｉｅｎａ）、羊茅 （Ｆｅｓｔｕｃａ ｏｖｉｎａ）、美丽风毛菊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瑞苓草（Ｓ．ｎｉｇｒｅｓｃｅｎｓ）、圆萼藦苓草（Ｍｏｒ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蕨麻（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雪白委陵

菜（Ｐ．ｎｉｖｅａ）、甘肃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钝裂银莲花（Ａｎｅｍｏｎｅ ｏｂｔｕｓｉｌｏｂａ）和萎软紫菀（Ａｓｔｅｒ ｆｌａｃｃｉｄｕｓ）等。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实验设计

实验样地建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底，面积 ０．６ｈａ（１００ｍ×６０ｍ）。 样地建立前，草地处于家畜自由放牧状态，放牧

强度中等。 实验为 ３ 因子裂区嵌套设计，包括 ３ 个刈割水平、２ 个施肥水平、２ 个水分添加水平，３ 区组，每区

组 ５ 个 ４ｍ×４ｍ 大样方。 实验主区为刈割处理，刈割留茬高度分别为 １ｃｍ（Ｈ１）、３ｃｍ（Ｈ３）和不刈割（ＮＨ， 对

照），２ 个刈割处理的刈割量分别为当年总地上生物量的 ６０％—７０％和 ４５％—５０％。 此留茬高度是根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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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该群落进行藏羊放牧实验时［３１］［３２］，在重度和中度放牧强度（放牧强度分别为 ５．３５ 和 ４．３０ 只藏羊 ／ ｈａ，
牧草利用率分别为 ６０％和 ４５％）下 ６ 月中上旬的群落实际高度确定的，可以认为这两个刈割处理相当于重度

和中度放牧强度下的牧草利用率。 实验副区嵌套于主区中，用 ４ 块长 ２ｍ、宽 ０．２５ｍ 的铁皮十字形纵切嵌入草

地 ０．２５ｍ 深，将每个主区大样方分隔成 ４ 个 ２ｍ×２ｍ 的副区样方，设置 ４ 个副区处理（图 １），即：１）不施肥不浇

水（ＮＦＮＷ）；２）仅施肥（Ｆ）；３）仅浇水（Ｗ）；４）既施肥又浇水（ＦＷ），共 １８０ 个副区样方。 刈割、施肥和浇水处

理在副区样方中央 １．５ｍ×１．５ｍ 范围内进行，４ 个副区样方相互间隔 ０．５ｍ。 在每个副区样方内设 ４ 个 ０．５ｍ×
０．５ｍ观测样方，其中 １ 个为长期观测物种组成变化的永久样方，剩余 ３ 个用于植物功能性状测定。

图 １　 副区处理样方设置图（引自李晓刚等， ２０１１）。
Ｆｉｇ． １　 Ｑｕａｄｒａｔｓ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ｓｕｂｐｌｏｔ （ ｆｒｏｍ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ＮＦＮＷ，不施肥，不浇水；Ｆ，仅施肥；Ｗ，仅浇水；ＦＷ，既施肥，又浇水。

每年生长季开始至植物高度达到 １０ｃｍ 左右时（６
月中旬）实施刈割处理。 每年施肥 ３ 次，分别于 ５—７ 月

中旬进行，每次施撒尿素 ４．２５ ｇ ／ ｍ２（含 Ｎ ２０．４ ％）及磷

酸二胺 １．０２ ｇ ／ ｍ２（含 Ｎ ５．９ ％，Ｐ ２８．０ ％），每年添加 Ｎ、
Ｐ 的总量分别为 ２．７８２ ｇ ／ ｍ２ 和 ０．８５７ ｇ ／ ｍ２。 施肥后用

喷壶浇水 ４．５ｋｇ ／ ｍ２，浇水总量为年降水量的 ２．４％。 为

确定嵌入草地 ０．２５ｍ 深的雪花铁皮及 ０．５ｍ 的样方间隔

能否有效隔离副区 ４ 个样方间的水、肥渗透，我们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前次降雨 ５ 天后，在样地围栏外地

势平坦的草地中设置 ３ 个 １．５ ｍ×１．５ｍ 的样方，用喷壶

各浇水 １０ｋｇ（相当于 ４．５ ｋｇ ／ ｍ２），分别于浇水后 １、２、３
和 ４ｈ 沿垂直于样方边缘的方向向外挖出长 ０．３ｍ、宽
０．０５ｍ、深 ０．３ｍ 的沟槽，观察水分沿土壤水平和垂直方

向的渗透距离，确定隔离效应。 结果显示，浇水后 ３ 至 ４ｈ 水分即停止渗透，３ 个样方中水分向外和向下的最

大渗透距离分别为 ０．０６５ｍ 和 ０．０６ｍ，远小于铁皮嵌入深度和样方间距。 说明本实验设计能有效隔离不同处

理间的水、肥渗透。
对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数据分析显示，浇水的作用不显著，故 ２００９ 年每次浇水量增至 ６．７ ｋｇ ／ ｍ２，为年降

水量的 ３．６％。 但仍对物种多样性、群落地上净初级生产力及其稳定性无显著影响［３３］，因此，自 ２０１０ 年始停

止浇水处理。 本文的数据分析只考虑刈割与施肥效应。
１．２．２　 取样测定

每年 ８ 月初进行群落调查，计测永久样方的物种数和种群密度（分别以单株散生植物和丛生植物的个体

数和分株数计数密度）。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中旬，在性状测定样方中随机选取 ５ 株被测物种的健康植株，计测株高和总叶片数，剪取地

上部分，用激光叶面积仪（ＣＩ－２０３，美国 ＣＩＤ 公司中国分公司，北京）测定 ５ 株植物的总叶面积，然后置于 ６０℃
烘箱中 ７２ｈ，称取茎、叶干重，计算单株平均地上重（ｇ）、平均叶面积（ｍ２）、比叶重（ｋｇ ／ ｍ２）和比叶面积（ｍ２ ／
ｋｇ）。 由于有些物种，如鳞叶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等，其植株矮小，叶片极小且抱茎，基部合生成筒状，在
野外测定叶面积很困难，本文最后以 ２６ 个共有物种的 ６ 个定量性状（植株地上重、株高、叶干重、叶面积、比叶

面积和比叶重）计算功能多样性。
根据《西藏植物志》的描述和相关文献中植物定性性状对放牧或刈割以及土壤养分资源变化的响应研究

报道［３９⁃４５］，我们以群落调查中所有 ７８ 个物种的 ７ 个定性性状用于计算功能多样性。 这 ７ 个性状及其分类状

态为生长型（疏丛生，莲座状，密丛生，匍匐状，单株散生）、子叶类型（单子叶，双子叶）、植物经济类群（禾草，
莎草，豆科植物，其它双子叶杂类草）、生活周期（多年生，一年或二年生）、光合途径（Ｃ３ 植物，Ｃ４ 植物）、营养

繁殖器官（无，有（包括根茎，匍匐茎，块茎）和叶表面特征（光滑，具毛，具刺）。
在计算功能多样性时，对物种×性状状态数据矩阵中每个物种定性性状的状态进行赋值分类，并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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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赋值之和等于 １。 其中，对于仅有单一性状状态的物种，以 ０、１ 进行赋值。 如，垂穗披碱草属于禾草，在经

济类群的禾草这一列中赋 １，在其它列中赋 ０。 对于具有多重性状状态的物种，则使用模糊编码进行赋值。 例

如，蕨麻兼有匍匐茎和块茎，在营养繁殖器官的匍匐茎这一列赋 ０．５，在块茎这一列赋 ０．５，其它列则赋 ０。 对

于定量性状，则对其实测值标准化使其数据统一映射到［０， １］区间上用于运算。
１．３　 数据计算与统计分析

１．３．１　 功能冗余 ＦＲ
功能冗余 ＦＲ 采用 ｄｅ Ｂｅｌｌｏ 等（２００７） ［１２］的公式计算：

ＦＲ ＝ Ｄ － Ｑ （１）
式中，Ｄ 为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４６］，Ｑ 为表示功能多样性的 Ｒａｏ 系数［２４］。 Ｄ、Ｑ 分别以下式计算：

Ｄ ＝ １ － ∑
Ｓ

ｉ ＝ １
Ｐ２

ｉ （２）

Ｑ ＝ ∑
Ｓ

ｉ ＝ １
∑

Ｓ

ｊ ＝ １
ｄｉｊｐｉｐ ｊ （３）

式中，Ｓ 为永久样方内的物种数；Ｐ ｉ和 Ｐ ｊ分别为样方中第 ｉ 和 ｊ 个物种的相对密度；ｄｉｊ为欧氏距离，０ ≤ ｄｉｊ ≤ １，
表示物种 ｉ、ｊ 在一组性状空间中的相异性。 通过采用物种相对密度对 ｄｉｊ进行加权，Ｒａｏ 系数描述了种间功能

性状的相对差异，是所有性状 Ｑ 值的平均值［２４］，比其它功能多样性指数更适合表征群落的种间相对差

异［４７⁃４９］，也能更好地将物种丧失与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相联系［４９⁃５０］。 对于所有成对物种，如果 ｄｉｊ ＝ １（即物种完

全不同），则 Ｑ ＝ Ｄ。 因此，Ｒａｏ 系数实际上是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的一般式［２４］，表示一个特定群落的潜在最

大功能多样性［１２］。
本文通过计算 １３ 个性状（６ 个定量性状，７ 个定性性状）的 Ｑ 值得到功能冗余值。

１．３．２　 群落稳定性

群落稳定性以物种种群密度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 ）的倒数 ＩＣＶ 表示［３２⁃３３，５１］：

ＩＣＶ ＝ μ
σ

（４）

式中， μ为样方中各物种的平均密度， σ为各物种密度的标准差。 ＩＣＶ值越大，群落稳定性越高，因为相对于平

均密度，各物种密度的变异性较小［５２］。 在本研究样地，由于各实验处理样方物种的平均密度与其地上净初级

生产力显著正相关（ｐ ＜ ０．０５） ［３３］，以密度计算的群落稳定性也能表征生态系统生产力的稳定性［３２］［５１］。
１．３．３　 功能冗余和功能多样性的变异性

不同实验处理物种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的变异性以变异系数 ＣＶ（ＦＲ ／ Ｑ）表示。 计算公式如下：

ＣＶ（ＦＲ ／ Ｑ） ＝
σ（ＦＲ ／ Ｑ）

μ（ＦＲ ／ Ｑ）
（５）

式中，σ（ＦＲ ／ Ｑ）和 μ（ＦＲ ／ Ｑ）分别表示功能冗余（ＦＲ）或功能多样性（Ｑ）的标准差和平均值，以相同实验处理同一区

组的 ５ 个样方计算。 统计分析时以每处理 ３ 个区组 ＣＶ（ ＦＲ ／ Ｑ ）的平均值表示。
１．３．４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１．０ 软件进行，所用数据采自 ２０１２ 年。 由于本研究并非物种多样性控制实

验，实施刈割和施肥等处理后引起的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功能冗余的变化都可能受实验处理前群落物种

丰富度本底差异的影响。 为了控制并消除此影响，我们用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刈割和施肥处理前调查的物种丰富

度为协变量予以校正，并采用裂区设计的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ＣＯＶＡ 混合模型分析实验处理对物种多样性、功能多

样性、功能冗余及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模型的变异来源在主区为刈割和区组，副区为施肥、以及刈割×施肥、
施肥×区组的交互作用。 如果实验处理与协变量间的互作效应显著，就表示协变量会改变物种多样性、功能

多样性、功能冗余与群落稳定性间的关系。 如果刈割×施肥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则针对其中一个因素对

另一因素进行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ＯＶＡ 分析。 分析前对数据进行对数转换，并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以满足

５　 ６ 期 　 　 　 姚天华　 等：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对高寒草甸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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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的假定。 各处理平均数之间的多重比较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氏检验。
采用成对样本的 Ｔ 检验分析功能冗余与功能多样性变异系数间的差异。 如果差异显著，就表示功能多样

性和功能冗余对同一实验处理的响应变化程度不同。 Ｔ 检验分别在以下 ５ 个处理组合梯度上进行：不施肥—
刈割强度（３ 个刈割强度，３ 个区组，ｎ＝ ９），施肥—刈割强度（３ 个刈割强度，３ 个区组，ｎ ＝ ９），不刈割—施肥（２
个施肥水平，３ 个区组，ｎ＝ ６），中度刈割—施肥（２ 个施肥水平，３ 个区组，ｎ ＝ ６）以及重度刈割—施肥（２ 个施

肥水平，３ 个区组，ｎ＝ ６）。 协方差分析和 Ｔ 检验的显著水平均设为 Ｐ ＜ ０．０５。
由于物种多样性与功能多样性间可能存在正线性、饱和增加及 Ｓ 形曲线 ３ 种关系［２９］，我们采用线性、对

数、指数、幂函数以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曲线 ５ 种模型拟合了功能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功能冗余⁃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

性⁃功能冗余、群落稳定性⁃功能冗余以及群落稳定性⁃功能多样性间的关系，以 Ｆ 检验显著（Ｐ＜０．０５）且决定系

数 Ｒ２值最大的模型为最优回归模型。
采用二元逐步回归分析，以群落稳定性为因变量，以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为自变量，确定功能多样性和

功能冗余对稳定性的相对影响。 影响程度以标准化的偏回归系数确定。 此分析也分别在不施肥—刈割强度

（ｎ＝ ９０）、施肥—刈割强度（ｎ＝ ９０）、不刈割—施肥（ｎ ＝ ６０）、中度刈割—施肥（ｎ ＝ ６０）以及重度刈割—施肥（ｎ
＝ ６０）５ 个组合梯度上进行，以比较刈割和施肥的影响。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刈割和施肥对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功能冗余和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协方差分析显示，协变量与刈割或施肥的交互作用不具有显著效应（ｐ＞０．０５），满足协方差分析中斜率相

同的条件。 在相同物种丰富度条件下（ＳＲ＝ １．４４９）对修正均数的分析表明，刈割增加了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

性和群落稳定性，而施肥的作用则相反。 刈割和施肥对功能冗余的影响都不显著，刈割×施肥以及施肥×区组

的交互作用也无显著效应（表 １；表 ２）。

表 １　 刈割和施肥对高寒草甸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功能冗余和群落稳定性的影响的协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ＣＯＶ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自由度
ｄｆ（ｍ， ｎ）

Ｄ Ｑ ＦＲ ＩＣＶ

Ｆ－ｔｅｓｔ ｐ Ｆ⁃ｔｅｓｔ ｐ Ｆ⁃ｔｅｓｔ ｐ Ｆ⁃ｔｅｓｔ ｐ

主区 Ｂ （２， ２） １１．４０７ ０．００６∗∗ １３．４５１ ０．００４∗∗ ３．１１３ ０．１０８ １４．３９１ ０．００３∗∗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ｏｔ Ｃ （２， ８） ６．２６３ ０．０２８∗ ８．７２３ ０．０１３∗ ０．８１８ ０．４７９ ７．８８１ ０．０４７∗

副区 Ｆ （１， ２） ６．８３２ ０．０３５∗ ２６．５９２ ０．００１∗∗ １．７０４ ０．２３３ １１．７７５ ０．０１１∗

Ｓｕｂｐｌｏｔ Ｃ×Ｆ （２， ８） ０．３４１ ０．７２２ ０．５６９ ０．５９０ ０．１１２ ０．８９６ ０．２８６ ０．７６０

Ｂ×Ｆ （２， ８） １．６３１ ０．２６２ ２．２１６ ０．１８０ ０．９０８ ０．４４６ １．６１２ ０．２６６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ｍ：处理自由度；ｎ：误差自由度。 Ｂ：区组；Ｃ：刈割；Ｆ：施肥；×：交互作用；Ｄ：Ｓｉｍｐｓｏｎ 物种多样性；Ｑ：功能多样性；ＦＲ：

功能冗余；ＩＣＶ：群落稳定性。

表 ２　 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功能冗余和群落稳定性在刈割和施肥处理下的变化（平均值±标准误）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ｍｅａｎ ± Ｓ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刈割处理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处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Ｈ Ｈ３ Ｈ１ ＮＦ Ｆ

Ｄ ０．２６２±０．００３ａ ０．２７８±０．００３ｂ ０．２７５±０．００２ｂ ０．２７５±０．００２ｂ ０．２６８±０．００２ａ

Ｑ ０．１４７±０．００３ａ ０．１６３±０．００２ｂ ０．１６０±０．００２ｂ ０．１６３±０．００２ｂ ０．１５０±０．００２ａ

ＦＲ ０．１５４±０．００２ａ ０．１５８±０．００２ａ ０．１５８±０．００２ａ ０．１５５±０．００２ａ ０．１５８±０．００２ａ

ＩＣＶ ０．１１８±０．００５ａ ０．１４４±０．００５ｂ ０．１３７±０．００４ｂ ０．１４１±０．００３ｂ ０．１２４±０．００３ａ

　 　 Ｄ、Ｑ、ＦＲ 和 ＩＣＶ 的含义同表 １。 ＮＦ，Ｆ，ＮＨ，Ｈ３ 和 Ｈ１ 分别表示不施肥，施肥，不刈割，中度刈割和重度刈割。 表中刈割或施肥处理下同行平

均值后的相同字母表示无显著差异（Ｐ ﹥ ０．０５）。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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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功能多样性与功能冗余的变异性

Ｔ⁃检验结果显示，功能多样性的变异系数值均大于功能冗余的变异系数值，且在不刈割⁃施肥（ＮＨ⁃Ｆ）和
重度刈割⁃施肥（Ｈ１⁃Ｆ）梯度上出现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表 ３）。

表 ３　 不同处理组合梯度上功能多样性与功能冗余变异性的 Ｔ⁃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处理组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Ｖ（ Ｑ ） ＣＶ（ ＦＲ ） Ｔ⁃ｔｅｓｔ ｐ ｎ

ＮＦ⁃Ｈ ０．０８４±０．０３７ａ ０．０２１±０．００４ａ １．６６６ ０．１３４ ９

Ｆ⁃Ｈ ０．０９８±０．０４２ａ ０．０２４±０．００３ａ １．６８８ ０．１３０ ９

ＮＨ⁃Ｆ ０．０４２±０．００８ｂ ０．０２９±０．００７ａ ２．９５８ ０．０３２∗ ６

Ｈ３⁃Ｆ ０．０２２±０．００４ａ 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ａ ０．６９３ ０．５１９ ６

Ｈ１⁃Ｆ ０．２０９±０．０６０ｂ ０．０１９±０．００２ａ ３．１８７ ０．０２４∗ ６

　 　 ∗Ｐ＜０．０５。 ＣＶ（ Ｑ ）和 ＣＶ（ ＦＲ ）分别表示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的变异系数。 ｎ 表示样本量。 ＮＦ⁃Ｈ：不施肥—刈割强度；Ｆ⁃Ｈ：施肥—刈割强

度；ＮＨ⁃Ｆ：不刈割—施肥；Ｈ３⁃Ｆ：中度刈割—施肥；Ｈ１⁃Ｆ：重度刈割—施肥。 表中同行平均值后的相同字母表示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３　 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功能冗余和群落稳定性间的关系

回归分析显示，功能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Ｑ⁃Ｄ）为正相关（图 ２（ａ⁃ｅ）），但最优模型随处理有所不同（表
４）。 不施肥时（ＮＦ⁃Ｈ），由于幂值（１．１３１）大于 １，Ｑ 将随 Ｄ 增速递增（图 ２（ａ）），施肥后（Ｆ⁃Ｈ）则线性增加（图
２（ｂ））。 不刈割时（ＮＨ⁃Ｆ），Ｑ 随 Ｄ 线性增加（图 ２（ ｃ）），刈割后（Ｈ３⁃Ｆ， Ｈ１⁃Ｆ），Ｑ 随 Ｄ 减速递增（图 ２（ｄ，
ｅ））。 说明施肥或刈割会降低 Ｑ 随 Ｄ 的增速。

功能冗余与物种多样性（ＦＲ⁃Ｄ）也为正相关（图 ２（ｆ⁃ｊ））。 不施肥和施肥时（ＮＦ⁃Ｈ， Ｆ⁃Ｈ）的最优模型都为

幂函数（表 ４），且幂值在 ０—１ 之间，ＦＲ 为 Ｄ 的减速递增函数，但不施肥时幂值（０．８８１）大于施肥时（０．５６２），
因此，施肥后 ＦＲ 的增速较低（图 ２（ｆ， ｇ））。 不刈割时（ＮＨ⁃Ｆ），ＦＲ⁃Ｄ 关系也为幂函数（表 ４），幂值为 ０．７０２，
ＦＲ 随 Ｄ 减速递增（图 ２（ｈ））。 刈割后，ＦＲ⁃Ｄ 关系变为指数函数（表 ４），由于底数 ｅ 大于 １，ＦＲ 为 Ｄ 的增速递

增函数。 与中度刈割（Ｈ３⁃Ｆ， 图 ２（ｉ））相比，重度刈割（Ｈ１⁃Ｆ， 图 ２（ｊ））会降低 ＦＲ 随 Ｄ 的增速。

表 ４　 不同处理组合梯度上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功能冗余和群落稳定性关系的最优回归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处理组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Ｑ（ｙ）⁃Ｄ（ｘ） ＦＲ（ｙ）⁃Ｄ（ｘ） Ｑ（ｙ）⁃ＦＲ（ｘ） ＩＣＶ（ｙ）⁃Ｑ（ｘ） ＩＣＶ（ｙ）⁃ＦＲ（ｘ）

ＮＦ⁃Ｈ ｙ＝ ０．５２３ｘ１．１３１ ｙ＝ ０．４７８ｘ０．８８１ ｙ＝ｅ（－０．４２５－０．１９１ ／ ｘ ） ｙ＝ ０．０３０ｅ５．５４４ ｘ ｙ＝ ０．０２２ｅ６．６６４ ｘ

Ｆ⁃Ｈ ｙ＝ ０．７１４ｘ－０．１９５ ｙ＝ ０．４７９ｘ０．５６２ — ｙ＝ ０．０６３ｅ３．９４６ ｘ ｙ＝ ０．０４１ｅ４．７０４ ｘ

ＮＨ⁃Ｆ ｙ＝ ０．６５９ｘ－０．１４２ ｙ＝ ０．４８４ｘ０．７０２ ｙ＝ ０．３５７ｅ０．４２４ ｘ ｙ＝ ０．０５９ｅ４．０４７ ｘ ｙ＝ ０．０４７ｅ４．３９３ ｘ

Ｈ３⁃Ｆ ｙ＝ｅ（０．４２９－１．０８７ ／ ｘ ） ｙ＝ ０．２０３ｅ０．８６３ ｘ — ｙ＝ ０．０４４ｅ４．７４１ ｘ ｙ＝ ０．０２８ｅ５．９９５ ｘ

Ｈ１⁃Ｆ ｙ＝ １．１０６－０．５８２ ／ ｘ ｙ ＝ ０．２７２ｅ０．５３６ ｘ — ｙ＝ ０．０４９ｅ４．５２１ ｘ ｙ＝ ０．０５２ｅ４．４２１ ｘ

　 　 Ｄ、Ｑ、ＦＲ 和 ＩＣＶ 的含义同表 １。 ＮＦ⁃Ｈ、Ｆ⁃Ｈ、ＮＨ⁃Ｆ、Ｈ３⁃Ｆ 和 Ｈ１⁃Ｆ 的含义同表 ３。

功能多样性与功能冗余（Ｑ⁃ＦＲ）在不施肥时（ＮＦ⁃Ｈ）为正相关，最优模型为 Ｓ 形曲线，施肥后（Ｆ⁃Ｈ）两者

间无相关（表 ４， 图 ２（ｋ， ｌ））。 Ｑ⁃ＦＲ 在不刈割时（ＮＨ⁃Ｆ）也为正相关，表现为指数函数（图 ２（ｍ）），但刈割后

（Ｈ３⁃Ｆ， Ｈ１⁃Ｆ）两者间无相关（表 ４， 图 ２（ｎ， ｏ））。
群落稳定性与功能多样性（ ＩＣＶ⁃Ｑ）以及与功能冗余（ ＩＣＶ⁃ＦＲ）间均为正相关，且为指数函数关系（表 ４）。

由于施肥后指数的系数减小（表 ４），因此施肥降低了 ＩＣＶ 随 Ｑ 或 ＦＲ 的增速（图 ２（ｐ， ｑ）， 图 ２（ｕ， ｖ））。 与不

刈割相比，刈割后指数的系数增大（表 ４），提高了 ＩＣＶ 随 Ｑ 或 ＦＲ 的增速（图 ２（ｒ， ｓ， ｔ）， 图 ２（ｗ， ｘ， ｙ））。
图 ２ 结果还显示，在同一处理组合梯度上，功能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的相关性（由相关系数 ｒ 表示）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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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刈割和施肥处理组合梯度上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功能冗余与群落稳定性之间的最优回归关系。
Ｆｉｇ． 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Ｑ：功能多样性；ＦＲ：功能冗余；ＩＣＶ：群落稳定性

于功能冗余与物种多样性的相关性，功能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的相关性也大于功能冗余与群落稳定性的相

关性。
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增加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都能提高群落稳定性，Ｒ２值的大小表明两者能共同解释

群落稳定性 ８３．１％—８９．０％的变化。 但由于回归模型中功能多样性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均大于功能冗余的标

准化偏回归系数，因此，功能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大于功能冗余的影响。 由于各模型自变量的容忍度

值较大，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之间不存在共线性（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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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和结论

３．１　 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与群落稳定性

　 　 由于物种多样性是产生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的基础，因此，物种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的正效应是通过

功能多样性（互补效应）和功能冗余（保险效应）的增加实现的。 大量研究表明，物种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具

有正效应［３⁃８］，并且与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正相关［１２］。 本研究中结果（表 ４； 图 ２）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
本研究同时表明，功能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要大于功能冗余的影响（表 ５）。 因此，尽管功能冗余的保

险效应对维持群落稳定性有促进作用［１５］，但功能多样性的互补效应更大。 可能有 ３ 个原因导致上述结果：第
一，功能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在刈割或施肥处理间保持着同步变化，而功能冗余则保持相对恒定（表 ２）。 同

时，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的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 ９．１０％和 ２．２６％（表 ３），功能多样性比功能冗余具有更高

的变异性（表 ３）；第二，功能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的相关性强于功能冗余与物种多样性的相关性（图 ２），即实

验处理引起的物种多样性变化导致种间趋异性变化程度大于趋同性变化程度，说明物种间通过更强的功能互

补性维持群落稳定性；第三，功能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的相关性也强于功能冗余与群落稳定性的相关性（图
２）。 而在 Ｐｉｌｌ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研究中，上述三个方面正好与本研究相反，因此群落稳定性就仅由功能冗余所

决定［１６］。 综合这些证据，我们认为群落物种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对扰动发生响应变化的程度确实与其对

群落稳定性影响的相对强弱正相关，即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两者中与物种多样性关系更为密切且变异性较

高者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也将越大。 因此，在本研究刈割扰动及土壤资源变化的条件下，种间功能性状差异

的互补效应才是维持高寒草甸群落稳定性的主要动力。 证实了本文假定（２）。

表 ５　 不同处理组合梯度上功能多样性（ｘ１）和功能冗余（ｘ２）对群落稳定性（ｙ）影响的逐步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ｘ１ ）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 ｘ２ ）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处理组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Ｒ２ Ｆ⁃ｔｅｓｔ Ｐ 自由度

ｄｆ（ｍ， ｎ）
容忍度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ＮＦ⁃Ｈ ｙ ＝ ０．５５１ｘ１＋０．４９０ｘ２ ０．８３１ ２２０．３８１ ＜０．００１ ２，８７ ０．７０７

Ｆ⁃Ｈ ｙ ＝ ０．７２８ｘ１＋０．４７２ｘ２ ０．８５３ ２５８．８２０ ＜０．００１ ２，８７ ０．９７７

ＮＨ⁃Ｆ ｙ＝ ０．７３８ｘ１＋０．４１６ｘ２ ０．８６２ １８５．５７２ ＜０．００１ ２，５７ ０．９４１

Ｈ３⁃Ｆ ｙ＝ ０．６１９ｘ１＋０．６１０ｘ２ ０．８８６ ２３０．５２７ ＜０．００１ ２，５７ ０．９６８

Ｈ１⁃Ｆ ｙ ＝ ０．８３２ｘ１＋０．５２９ｘ２ ０．８９０ ２５５．３８８ ＜０．００１ ２，５７ ０．９９３

　 　 ＮＦ⁃Ｈ、Ｆ⁃Ｈ、ＮＨ⁃Ｆ、Ｈ３⁃Ｆ 和 Ｈ１⁃Ｆ 的含义同表 ３。 Ｒ２为校正的决定系数。 ｍ 和 ｎ 分别表示回归自由度和残差自由度。

功能冗余的低变异性可能是群落本身的内在属性。 Ｐｅｔｃｈ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认为［３０］，一个群落的功能冗余程

度由内在冗余（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和外在冗余（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共同决定，内在冗余源于种间的功能相

似性，而外在冗余由物种组成的非随机变化引起的植物功能性状的非随机变化产生。 例如，植物对长期放牧

选择压力的趋同响应形成的抗牧或耐牧性状［５３］使群落产生内在冗余，而家畜选择性地采食高适口性物种［９］

以及放牧或刈割对竞争优势物种的抑制效应［２９］则会增加低适口性和次要物种的相对多度或多样性，引起性

状组成的非随机变化，从而产生外在冗余。 因此，除非遭受特别强烈的环境变化或扰动影响，特定群落的功能

冗余程度应该相对恒定。 本研究中，功能冗余不受刈割或施肥的影响（表 １）且与功能多样性变化相独立的结

果［１６］就说明了这点。 在此前提下，功能多样性表现出的较高变异性就成为决定该群落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可能尚未饱和，因为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都随物种多样性而增加（图 ２（ａ⁃

ｊ）），群落稳定性也随功能多样性或功能冗余的增加而增加（（图 ２（ｒ， ｓ， ｔ）， 图 ２（ｗ， ｘ， ｙ））。 有研究认为物

种多样性（以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Ｈ′值表示）一般在 １．５ 至 ３．５ 之间，很少超过 ４．５［５４］，我们在本实验样地的

研究表明［３５］，功能多样性将在 Ｈ′ ＝ ３．９９ 至 ４．２８ 时达到饱和。 因此，尽管物种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的正效应

是通过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的增加实现的，但物种多样性下降或物种丧失必将引起群落或生态系统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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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丢失、功能性状组成变化、或性状空间维度减小，进而导致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降低。 因此，较高的物

种多样性对于维持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功能稳定性仍是至关重要的。
３．２　 实验处理效应

刈割和施肥对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确实具有相反的影响，刈割为增加效应，施肥为降低

效应，且刈割×施肥的交互作用也无显著效应。 同时，刈割和施肥对功能冗余都不具有显著影响（表 １；表 ２）。
这些结果证实了本文假定（１）。 增加效应与以往一些放牧或刈割实验的结果［３３⁃３４，４５，５１，５６］ 相同，这主要是因为

放牧或刈割提供了适于物种定居的小生境［５７］，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释放效应增加了物种均匀度［５８］，从而提

高了物种多样性。 同时，竞争释放也能导致群落植物功能特性多样化，有利于物种以不同方式对有限资源进

行最大利用［３４，５５］。 因此，物种多样性提高以及种间功能互补性增加都对群落稳定性具有促进作用。 施肥的

降低效应也在很多研究中［３，３２⁃３４，５９⁃６１］得到证实。 该效应主要是由施肥后快速生长的高大禾本科植物对其它植

物的光竞争抑制作用所致［５９］。 施肥降低物种丰富度的作用还与氮和磷组合的负效应及铵盐肥料引起土壤的

酸化效应有关［３２］。
Ｙａｎｇ 等（２０１２）在中国北部温带草原 ７ 年的野外实验表明［３］，刈割和养分添加分别增加和降低了种群和

群落的稳定性，而稳定性与种群、功能群和群落水平的物种丰富度正相关。 这与本研究中施肥和刈割分别降

低和提高了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的结果（表 ２）一致。 本研究进一步说明，出现这种结果与功能多样性或

功能冗余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程度（表 ４， 图 ２（ｐ⁃ｔ）， 图 ２（ｕ⁃ｙ））有直接关系。 但如果长期大量施肥使物种

多样性降至很低水平，功能多样性或功能冗余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也会随之降低或消失。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的研究［３２］显示，高寒草甸在不放牧且连续施肥 １０ 年后，群落优势度明显增加，物种丰富度显著下降，群落稳

定性与物种多样性效应无关，转而受优势种的种群动态控制。 说明在低多样性条件下（如长期施肥后），群落

稳定性将不再受控于由物种多样性产生的功能多样性和功能冗余效应。 因此，施肥降低群落稳定性是由于施

肥对物种多样性的负效应（表 ２）降低了功能多样性或功能冗余对物种多样性的依赖程度（表 ４， 图 ２（ａ， ｂ），
图 ２（ｆ， ｇ）），进而降低功能多样性或功能冗余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图 ２（ｐ， ｑ）， 图 ２（ｕ， ｖ））。 此结果的启

示是，如果在草地生态系统的管理或退化草地恢复实践中单纯大量增施化肥，虽能获得较高的生产力，但必将

引起物种多样性下降或物种丧失，改变群落稳定性的维持机制。 由于刈割和施肥对物种多样性和群落功能稳

定性具有相反效应，采取适当放牧（或刈割）与施肥相结合的措施，应该能够获得较为平衡的多样性—生产

力—生产力稳定性的结果，从而保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这需要我们设计更有针对性的实验进行长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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